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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胡靖国、王井怀

各地纪委监委网站都有一个类似“通报曝
光”的栏目，用于公布各类违法违纪官员的“判
词”。“判词”，是违法违纪案件调查的“节点”，也
是群众了解真相的“起点”。一则则“判词”，不仅
展现出反腐败斗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更在字
里行间透露出反腐的新变化。

细细品读各地纪委监委网站公布的问题官员
通报会发现，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在震慑
力、法治化、预防性等方方面面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含糊称“某某”到点名道姓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通过纪委监委网站了
解最新的官员落马情况，哪位官员违法违纪，大
家一目了然。而仅仅几年前，人们还很少能在通
报中看到真名实姓。

2013 年 11 月，山西省纪委通报过去一段
时间的反腐情况，出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
书长李某某”“晋城市政协原副主席申某”“长治
市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张某”等字样。“某某”，成
为问题官员最后一张遮羞布。

随着反腐的深入，遮羞布被扯下。山西省纪
委监委第一执纪审查(调查)室副主任王增昂

说，大概在 2014 年左右，中纪委首开“点名道
姓”的先河，此后，各地纪委在通报违法违纪官
员时几乎全部直指其名。

“点名道姓”的震慑力有多强？王增昂认为，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一旦公布官员违纪违法问
题，这名官员的污点将众所周知。有位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官员曾表露，宁可给自己再加
重点处分，也不愿意被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从“涉嫌违纪”到“涉嫌违纪违法”

3 月下旬，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4
月 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贵州省委
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晓光成为国家监委组建
后首个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

这次通报有了新变化。之前对问题官员的
通报多是“涉嫌严重违纪”，这则通报中是“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之前为“接受组织审查”，现在
则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一执纪监督室副主任
王芳认为，近年来纪委通报中关于纪与法部分
出现两次明显变化。先是“纪法问题混合”，通
报问题官员时用词为“违纪违法”；到 2015 年
左右，通报中有“纪法分开”的趋势，纪委通报
的案件中强调“违纪”；今年，国家监察委员会
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通过表决，
“违纪违法”字眼再次同时出现在通报中。

王芳说：“这些变化，体现了我国在反腐败
斗争中不断强化法治思维，用法治方式惩治腐
败的方针。”

从“笼统罪名”到“具体罪行”

在 2013 年前后，纪委通报中经常出现，“本
人或通过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贪污公款”“道
德败坏”“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政资金重大损
失”等字眼，这些几乎成为那段时间落马官员
“判词”中的“标配”罪名。

而近年来，一些“具体罪行”出现在大贪官

的通报中。比如，“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规报
销个人费用”“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和旅
游”“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配备和
使用公务用车”“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
题”“违规设立并使用小金库款项”“擅自改变财
政资金用途”等等。

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七执纪监督室副主任
牛小明认为，“具体罪行”的出现并增多，体现
出纪检监察干部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的
工作思路。这有助于对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早
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及时解决好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小错酿成大错。

“抓早抓小”是对干部最大的保护。一位参
与调查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案件的纪
委干部对记者说，张中生认罪后对办案人员说：
“要是有人在我受贿几万元、几十万元时找我谈
话，我也绝不会受贿十亿元。”

严防“灯下黑”，纪检干部成

“判词”主角之一

魏健、罗凯、朱明国、金道铭、曲淑辉、莫建
成……近年来，一些纪检干部或长期在纪检系
统任职的干部落马，成为纪委监委网站上被通
报的对象。

党的十八大之后，绝大多数纪检监察干部
认真履行职责，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贡
献，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得
到很大提升。但也正是这种影响力，让一些纪检
干部成了被围猎的重点对象。纪检干部如果滥
用手中的监督执纪权，带来的危害会比一般干
部更甚。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
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十八大以来到 2017 年初，
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 218 人、组织调整 21
人、立案查处 17 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
函询 5800 人次、组织处理 2500 人、处分 7900
人。

纪检监察机关坚决清理门户，严防“灯下
黑”，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
伍，体现“打铁自身硬、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韧
劲。2014 年，中央纪委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
室，专门监督纪检监察干部。

从含糊称“某某”到点名道姓，从“涉嫌违纪”到“涉嫌违纪违法”，从“笼统罪名”到“具体罪行”

违法违纪官员“判词”之变透视反腐新变

本报记者李钧德、孙清清

农机购置补贴，是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繁琐复杂的补贴手续，

动辄以年计、“马拉松式”的补贴流程，让购买农
机的农民和销售农机的经销商苦不堪言。

为了能领到补贴，一些农民不得不长途跋
涉，跨市县甚至跨省购机。为方便农民购机，不
少农机经销商不得不采取借身份证等违规办
法，帮助购机户“代办”“包办”补贴手续。在河
南、山西等农业大省，甚至因此催生了代办、包
办农机购置补贴的所谓“套补”产业链。

近期，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就发生了两
起农机经销商借当地农民身份证、帮助购机户
套取购置补贴的案件。两名“代办”手续的农机
经销商和 63 名出借身份证的农民，均以诈骗罪
被判刑。领取农机购置补贴到底有多难？居然要
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2 名农机经销商牵连 63 名农民

套取补贴资金被判刑

牛书军、孟庆安是开封市祥符区的农机经
销商。自 2013 年以来，他们跨区到开封市鼓楼
区借当地农民身份证，虚构鼓楼区农民购买农
机事实，套取农机补贴资金 256 . 9 万元。最终，

牛书军、孟庆安及 63 名出借身份证的农民被鼓
楼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刑。

以牛书军为例，其为开封市祥符区鑫源农
业机械销售处负责人，他套取农机补贴的行为
主要发生在 2013 年以后。针对部分农民不愿全
价购机和申请补贴难的现象，牛书军便垫资以
补贴后的价格销售农机，再虚构购机事实，将补
贴资金套取出来，既减轻了农民购机资金压力、
省却农民申请补贴的麻烦，又能以低价提高农
机销量，甚至有省外农民也不辞辛苦找其购机。

据鑫源农业机械销售处工作人员介绍，其
公司“代办”补贴分两种情况：一是对符合补贴
条件的农民，公司提供代办农机补贴服务，在以
补贴后价格售机后，需要购机农民交 2000 元押

金，待补贴款到账后，由购机农民和公司人员共
同把钱取出来；二是对不符合补贴条件的客户，
由公司借农民的身份证，给出借身份证的农民
500 元“好处费”，而后由公司办理补贴手续。

据多位出借身份证的农民反映，农机补贴款
拨到农民个人银行卡后，由经销商派人将钱取
走，留给出借身份证的农民 500 元好处费。多数
农民对出借身份证套取补贴的严重性并不知情。

“先买后补”全价购机“后遗症”

手续多、历时长

2012 年起，国家相关部委开展补贴资金级
次下放、农民全价购机等新措施，农民从“差价购
机”变为“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卡”。农民全
价购机后，需携带相关手续自己办理补贴申请。

“先买后补”全价购机实施后，部分地区补
贴指标紧张、手续繁琐和资金兑付历时过长，以
致部分农民图省事、图便宜，不惜跨省、跨县找
牛书军购机。

家在兰考县闫楼乡的赵先生，2013 年 6
月，跨县到牛书军处，以补贴后的价格购买了 1
台已提前报过补贴的小麦收割机。当问他为何
不在当地购机，他说：“在当地申请农机补贴，要
花钱送礼，还要等一两年才会批下来，直接找牛
书军购机，又便宜又省事儿。”

也有省外农民不辞辛苦找牛书军购机。齐
先生是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人，2013 年跨省到
牛书军处购买了一台玉米联合收获机。“我在当
地享受补贴后买车的价格，也比我从牛书军那
里买的贵。”齐先生说，2013 年，他询问当地农
机经销商，玉米联合收获机价格是 11 万 4 千

元，经人介绍找到牛书军，仅需 10 万 6 千元便
可把车提走。

在补贴手续繁杂方面，据受访购机农民张
先生反映，“补贴不是申请难，就是太麻烦”。以
开封市鼓楼区为例，农民申请购机补贴要到社
区、办事处、县级农机部门来回跑多趟盖 6 个
章，网上申请通过后，农民要在规定日期内购
机，再将购机发票及复印件交给农机部门，后由
农机部门回访查验是否真实购机。

农民申请补贴是“一环扣一环”，哪一环出
错就可能申请不成。开封市鼓楼区农林牧机局
工作人员坦言，“本来是给农民办好事的，农民
跑了一趟又一趟，他们和我们都麻烦。”

县区间指标使用不均衡

经销商“铤而走险”

农机补贴资金级次下放后，补贴资金由省
级结算变为县级结算，各地补贴资金规模综合
考虑各地耕地面积、乡村从业人员等因素确定。
县级结算下，部分县区间补贴指标使用存在不
均衡的现象。部分地区指标紧张，补贴申请难，

历时长，甚至有农民直言要“托关系、走后门”。

以开封市的禹王台区和通许县为例，据河南
省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 2017 显示，截至
2018 年 3 月 27 日，禹王台区和通许县中央补贴
资金使用比例(含报废)分别为 8.18%、98.21%。

据业内人士反映，正是因农机购置补贴指
标地区间使用不均衡，农业县指标不够用、城区
用不完，使得经销商跨区套取补贴资金有机可
乘。同时，部分地区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低，也增
加了农民购机资金压力和时间成本。

据牛书军的妻子李坤反映，2013 年以后，
农民要全价购机自己申请补贴，“农民自己到农
机局申请补贴几乎是不可能的，腿跑断有时也
报不成”。在农民申请补贴难的情况下，为了提
高农机销量，牛书军“铤而走险”，由其代办农机
补贴申请。

据记者了解，经销商“代办”农机补贴之所
以能成功，还在于相关部门查验购机真实性的
机制不够健全。

据邵波等出借身份证的农民反映，经销商
会提前教他们如何应付有关部门核实购机真实
性。邵波介绍说，2013 年，他向牛书军出借身份
信息后，牛书军给他打电话说有关部门要上门
查验农机，派人开了一辆拖拉机到其家门口，次
日，一男一女两个人来到他家，查验了拖拉机，
又分别为他和农机照了合影后便走了，过了一
段时间，补贴款便到了他的银行卡上，后由牛书
军将钱取走。

减轻农民购机资金和时间成本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常伯阳说，在农
民全价购机、自主申请补贴的模式下，政府要完
善相关配套措施，一是针对符合购置补贴条件
的农民，允许经销商提供代办服务，严查经销商
为不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代办补贴申请，二
是针对补贴资金兑付时间长的问题，建议限定
资金兑付时间期限，避免补贴兑付“遥遥无期”。

业内人士建议，减轻农民购买大型农机的
资金压力，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健全对农民购
机真实性的审核机制，加强对人机合影、回访查
验等环节的工作力度，避免走过场，堵塞违法套
取农机补贴的漏洞。

目前案件正进入二审阶段。对牛书军、孟庆
安案是否构成诈骗罪，一些律师有不同的看法。

常伯阳、河南论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建武等认
为，针对农民购机不好办理补贴的问题，牛书军
以补贴后的价格销售农机，而后借当地农民身
份信息申请补贴，把钱收回来，不应视为非法占
有补贴资金；从根本上讲，农机销售给了符合条
件的农民，补贴实惠最终落到了农民，不能简单
视为违法行为。

2014 年，原农业部办公厅在《关于山西省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有关问题的意见》中，
对“河北、河南等地农民借用山西省农民身份
证，在山西购买农机具，并在山西省办理农机
购置补贴手续”的情况，专门给出意见，认为：
“河北、河南等地农民借用山西省农民身份证，
在山西购买农机具，并在山西省办理农机购置
补贴手续的行为有不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
讲，农机具还是在农民手中，还是用于农业生
产，补贴实惠最终落到了农民，符合中央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导向，达到政策目的，不宜简单
视为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宜将此认定为给国家
造成资金损失。”

此前，“某某”的说法成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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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购补：繁琐手续催生“套补”链
河南开封 63 名农民因出借身份证代领补贴被判刑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胡靖国、孙亮全

山西临汾警方近日打击
传销案件中，发现一些传统
聚集式传销组织已经从经济
犯罪质变成暴力集团犯罪，
成为黑恶势力犯罪组织。他
们通过暴力和强力洗脑等方
式，能迅速将受害人培养成
犯罪“工具”，“传销组织”竟
然成为他们掩盖涉黑涉恶的
外衣。

受害者半月左右

变成犯罪“工具”

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近
期在辖区摸排中打掉数个传
销组织窝点，经深入挖掘，发
现这些异地聚集式传销组织
已经“变异”，所犯罪恶和社
会危害触目惊心。

专案民警介绍，这些“传
销组织”以招工、婚恋等名义
物色受害者，将其骗到当地
之后，通过暴力、洗脑等手段
控制，半个月左右就可将受
害者培养成合格犯罪“工
具”。

其培养方式按成型“套
路”“流水线”操作。第一阶段
为“暴力屈服”，将受害者骗
到窝点之后，采取暴力手段
控制人身自由。第二阶段为
受害者“上线”阶段，每天凌
晨一两点就开始对受害人进
行耗损体力、精力的折磨，同
时其他人轮番实施洗脑、不
给饭吃、殴打等软硬暴力。一
般 7 至 15 天，多数受害人就
会被迫屈服，“同意”掏钱购
买“虚拟产品”。第三阶段为
“老板”阶段，团伙会以一套骗人的、杂糅的所谓“精
粹教材”开始“培训”洗脑，已经毫无抵抗能力的受害
人一般半个月左右就会彻底“上套”。

成为“老板”后，这些受害者就迅速变成了害人
者，开始配合团伙以各种借口向亲戚朋友骗钱，骗人
入伙，对新入伙成员施暴。

与此同时，这个“传销组织”裂变极快，人员一旦
发展到 100 人，就一分为二，各领 50 人觅地继续发
展。警方介绍，尧都区被打掉的“传销组织”仅为省外
一个组织裂变出的一条下线，2014 年裂变到临汾之
后，除了在当地迅速发展外，已经在别的城市裂变出
下线，临汾警方近日在运城市打掉一批下线团伙。

“传销”成逃避打击遁词

专案民警表示，这些传销组织已经从市场经济
领域犯罪团伙变成了披着“传销”外衣的暴力犯罪集
团。

“以前传销还有一个产品道具，现在是赤裸裸的
思想控制，产品从经济道具变成了‘人’，只要组织往
下发展，控制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就能出头。”专案
民警说。

其手段也从“骗”变成了暴力，以前多是通过授
课、洗脑后“卖东西”发展下线，现在则是依靠暴力手
段绑架、非法拘禁，强势洗脑之后，进行诈骗等犯罪
活动。

民警介绍，这些组织有极强的纪律规定。组织成员
没有人身自由，数年不与社会接触，如为防止寝室成员
互相熟稔，要求各个寝室成员一两个月交流一次。

一旦被警方发现，“传销组织”标识反倒成为这
些暴力团伙的“掩护色”。如某个寝室案发后，成员就
主动交代“我是传销，我是受害者”，不涉及其他寝
室，警方对普通成员只能做遣散处理。

合力破解打击难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后，尧都警方在辖区摸
排、发现了相关线索，会同当地检察院、法院分析研
究、认定后，在全国首次以黑恶势力团伙犯罪进行立
案侦查，刑拘了上百人，挖出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内幕。

警方介绍，这些“传销组织”侵害对象固定为一
些外省份年轻人，临汾市的“传销组织”只针对四川、
重庆、河南三地的年轻受害者，一旦他们被骗到窝点
变成犯罪“工具”，就会侵害远在千里之外的亲朋好
友和其他受害者。但窝点处于封闭小环境，成员不与
社会接触，难以发现。

“清查时或接到求助线索发现传销组织后，看一
下有无非法拘禁，对普通成员进行登记，买上车票遣
散，但实际到下一站他们就下车跑回来了。一个地方
打击传销的力度上去了，他们就转移到其他地方。”
一位基层民警说。

专案民警梳理近期打击的具有非法拘禁等雷同
犯罪行为的“传销组织”，发现仅山西就有多个地市
存在，已经处理的案件就有数十起。“这些案件事实
上已经跟传销毫无关系，‘传销’反倒将真正的罪名掩
盖了。”一位专案民警说，必须合力破解打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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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传销还有
一个产品道具，现在
是赤裸裸的思想控
制，产品从经济道具
变成了“人”，只要组
织往下发展，控制的
“人”越来越多，自己
就能出头。而其犯罪
手段也从“骗”变成
了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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